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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海运图版本源流考

何 国 璠

　 　 内容摘要:道光六年(1826),清代漕粮首次实施海运,前后过程中产

生一批海运图。 其中南京图书馆藏《海运全图》更接近时任江苏巡抚陶

澍呈送道光帝的海运图原本,并且也更接近胡振馨摹绘的《道光六年海

运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海全图》与英国海道测量局档案馆藏“海
运图”则与道光五年陶澍倡导的海、河并运有关,是次年陶澍绘制海图的

图源。 陶澍海运图基于多个版本的海图绘制而成,是当时北洋海域舆地

知识的最新呈现。 道光朝海运图的成图背景,客观上是因为康熙二十三

年(1684)开海禁之后,北洋海域形成了繁荣的沙船航运业;主观上则是

陶澍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在考证古籍的同时,更注重从“实践”中访求海

疆舆地知识。
关键词:道光朝　 漕粮海运　 陶澍　 海运图　 海疆舆地知识

引言

海图是舆地之学的一部分,记录着古人的海疆认知。 海运图作为中

国古代海图的一个类型,通常指代的是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间或施行漕

粮海运以补河运之不足而形成的一类特殊的海图。
元明清三朝海运路线大体相似,但细节并不相同,因此产生众多版本

的海运图。 明代编成的《金声玉振集·海道经》中刻印着一幅描绘元代

海运的《海道指南图》。 到了明代,除了描绘由山东去往辽东地区的饷辽

海路图外,其他海运图的终点多指向京津,这类海运图广泛收录于当时各

类地图集或书籍中,如《广舆图·海运图》 《皇明职方地图·海运图》 《三

才图会·海运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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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直到道光六年(1826)才首次实施漕粮海运,咸丰五年(1855)黄

河改道北流后,运河受阻,江浙漕粮海运常态化。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后也

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海运图,其中以陶澍奏折(详下文)中提到的《海运图》
为代表,在后来的刻本《江苏海运全案》 《陶云汀先生奏疏》 《陶文毅公全

集》《海运诗编》中均收录这幅海运图①。 由于陶澍个人巨大的影响力,
此类著述得以广为流传。 咸丰年间编纂的《浙江海运全案》与同治年间

编纂的《浙江海运全案重编》中的海运图也沿袭道光朝海运全案中的海

运图②。 另据任昳霏考证,同治年间胡凤丹刻印的《航海图》也是以陶澍

海运图为祖本③。 除印本外,绘本海运图也有多幅④,目前可见的实物地

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海全图》⑤,由李孝聪最早引介⑥,周运中、王
耀先后考证,有力地论证了该图同样与道光朝漕粮海运有关⑦。 国家图

书馆收藏的同治十三年(1874)彩绘本《海运全图》亦是如此,据图上文字

注记(图上标题“道光六年海运全图”),该图是胡振馨在其父道光六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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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贺长龄等纂辑:《江苏海运全案》卷十二,马鸿雁等主编:《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6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第 463—468 页。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十三

《抚苏稿》,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叶七。 陶澍撰,淮北士民公刊:《陶文毅公全

集》卷八《奏疏》,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叶二十一至二十三。 陶澍辑:《海运诗

编》,《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15—20 页。
椿寿等纂:《浙江海运全案》卷十,《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9 册,第 225—230 页。 蒋

益沣等纂:《浙江海运全案重编》卷八,《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12 册,第 97—102 页。
任昳霏:《试析清后期漕粮海运地图的源流———以国家图书馆藏两幅漕粮海运地图

为例》,《运河学研究》第 9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6—28 页。
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初二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借得《海运水程图》,甚详,
绘之竟日毕。”(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 年,第 493 页)因此时轮

船尚未引进,而咸丰、同治编纂成书的海运全案仍沿用陶澍海运图,可推知赵烈文

此时摹绘的《海运水程图》亦属道光朝海运图谱系。 目前该图仅见诸文字,未见实

物,但通过此例却能体现当时海运图绘本在文人之间互相传抄。
林天人编撰:《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中研院” 数位文化中

心,2013 年,第 316—317 页。
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169
页。
周运中:《清代最好的沙船航海全图》,《海洋文明研究》第二辑,中西书局,2017 年,
第 200—209 页。 王耀:《〈江海全图〉与道光朝海运航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 年第 5 期,第 126—138 页。 下文所引两人之说均出其文,不再重复出注。



绘原图基础上摹绘而来,和道光朝海运有深刻关联,席会东、任昳霏都曾有

过讨论①。 近期笔者又发现英国海道测量局档案馆(UK
 

Hydrographic
 

Of-
fice

 

Archive)藏纸本彩绘“海运图”②亦与道光朝漕粮海运有关。
任昳霏认为明清时期海运图的变化反映了漕运的起伏消涨③,可知

研究海运图的版本将有助于了解漕运的发展。 陈波、刘迎胜曾用海图对

明清北洋航线有过细致的分析④,但其侧重点在明代,对清代海运图———
尤其是道光朝———的版本源流并无涉及。 齐思和在《魏源与晚清学风》
一文中称“至道、咸以来,变乱叠起,国渐贫弱。 学者又好言经世,以图富

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此学风之三变也……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

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⑤,此
观点为学界广泛征引。 具体到清代经世实学中的边疆舆地,学界大多关

注西北史地之学以及鸦片战争之后以《海国图志》 《瀛寰志略》为核心的

“瀛海故实”⑥。 道光朝海运图虽不为筹边而作,但确实受到经世风气影

响,将其置于海疆史地的学术脉络中考察,首先要解决的也是版本问题。
本文即主要考证道光朝海运图版本源流,并对成图背景略作讨论。

一、陶澍海运图的两种版本

与道光朝漕粮海运相关的海运图版本众多,但流传最广的是陶澍绘

制的海运图。 道光六年二月十一日,道光皇帝批阅时任江苏巡抚陶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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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年,第 377—380 页。 任昳

霏:《试述明清时期的海运地图》,《文津学志》第十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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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599—600 页。
冯天瑜:《晚清经世实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82—225 页。 郭双林:《西

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

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 贾建飞:《清代西北

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奏为敬陈海运图说事》①,有“所奏均悉,图留览”语。 可惜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只能看到相关文本,“图”无法得见,因此现今学者参阅的海

运图多源自《江苏海运全案》 《陶云汀先生奏疏》以及《陶文毅公全集》。
经对比,《江苏海运全案》与《陶云汀先生奏疏》中的“海运图”均标注了

“木猫剌”(按,即海中浅沙)字样且绘制了对应浅沙的形状,而《陶文毅公

全集》中的“海运图”仅仅标注“木猫剌”字样,并未绘制沙线形态,其他部

分则三者高度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三者为同一版本(下文主要据《陶云

汀先生奏疏》引用,简称“奏疏本”)。
近期笔者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国家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均藏有一

册刻本《海运全图》②,尚不为学界所熟悉,经对比,二者属同一版本(本

文主要引用南图本),均由一幅“海运全图”和对应的“图说”构成。 “图

说”部分即上述陶澍奏折中的文字,但“海运全图”则与奏疏本的“海运

图”存在较多差异,详见表 1:
表 1　

 

《陶云汀先生奏疏·海运图》与南图本《海运全图》差异

《陶云汀先生奏疏·海运图》 南图本《海运全图》

方位标注

图首最右侧上、中、下位置分别

标注“西”“北”“东”,图幅最左

侧下方注有“图尾”

　

图幅四边中心位置分别标注“北”

(右)、“东”(下)、“南”(左)、“西”

(上),图幅下侧逐叶标有“图一”

“图二”“图三”

京城地名注记 京师 京都③

朝 鲜 交 界 处

注记

标注“高丽边门”,并绘出栅

栏形

注记“高丽界”

长 江 口 航 行

路线

“元殷明略新道” 与“本年海

运道”连接

“元殷明略新道” 与 “ 本年海运

道”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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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陶澍:《奏为敬陈海运图说事》,道光六年(1826)二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档号:03-3112-020。
陶澍:《海运全图》,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47038)。 陶

澍:《海运全图》,清道光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索书号:GJ / 59099)。
③王耀在对比《江海全图》与《陶文毅公全集·海运图》时,认为《江海全图》中出现的

“京都”是“京师”的错写(王耀:《〈江海全图〉与道光朝海运航路研究》,《故宫博物

院院刊》2018 年第 5 期,第 133 页)。 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详见后文讨论。



续表

《陶云汀先生奏疏·海运图》 南图本《海运全图》

渤海海峡航行

路线

仅 1 条,通往天津

　

有 4 条,除通往天津的航道外,另

绘有 3 条“商船赴关东水道”

“ 五 条 沙 ” 与

“大沙”位置
“大沙”标绘在“五条沙”东侧 “大尖沙”标绘在“五条沙”北侧

表 1 所列外,还有诸多地名以及沙线的差异,不一一赘述。 那么究竟哪一

个版本才能体现陶澍呈送道光帝的海运图原本面貌(或者说更接近原

本)呢? 笔者从图说角度分析图面内容,认为南图本《海运全图》的可能

性更大,以下分述缘由:
(一)“黑水洋”与航线位置。 在“图说”描述的航道第三段中说,“自

佘山驶入大洋,向正北微偏东行,至通州吕泗场对出之洋面,约二百余里,
水深十丈,可寄碇。 从此以北,入黑水大洋”①。 按此说法,南图本在佘山

附近航线处标明“本年海运由吴淞口至崇明十滧放洋,东向佘山,转北入

黑水大洋”,吕泗外洋处标明“江境近西之水多黄河泥沙,水黄色,自吕泗

外洋以北为黑水大洋,水黑色”,与“图说”高度呼应。 而在奏疏本中,并
未出现上述两段注记,且将“黑水大洋”标注在沙头山以北海域。

(二)“大沙”与“五条沙”位置关系。 南图本对“大尖沙”的描述为:
大尖沙,古云万里长沙,自西至东横亘,甚长,南北约宽五十里,水

深九丈。 行至沙南,针宜略向东。 过此五十里至沙北,水深至二十丈,
针用正北。 又行二百里,水深二十余丈,系清水洋面,宜南二面风。

而奏疏本中对“大沙”的描述则是:
大沙,古云万里长沙,自西至东横亘,甚长,南北约宽五十里,水

深九丈。 行至沙南,针用偏东。 过此五十里至沙北,水深二十丈,针
用正北。 又行二百里,水深二十余丈,系黑水洋面,宜南三面风。

对比两段文本,大部分描述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过万里长沙后又北行

二百里是“清水洋面”还是“黑水洋面”,结合前文对“黑水洋”的讨论,可
知此处奏疏本与图说描述不符。 在南图本中,虽然标注的是“大尖沙”,
但是结合图上另一处注记———“大沙直东有沙头山”,可知这里的“大尖

沙”便是“大沙”。 陶澍在“图说”中称“黄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条……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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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岳麓书社,2007 年,第 301 页。



境云梯关迤东,有大沙一道,自西向东,接涨甚远,暗伏海中”①。 由于缺

乏权威史料,历史上“五条沙”与“大沙”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但南图本

将“大沙”绘制在“五条沙”之北,至少与图说文字是相符的。
(三)山东半岛沿海“岛礁”的标绘。 在“图说”航道第五段中说,“之

罘岛西北一带有暗礁,船行偏东以避之。 又庙岛之东,有长山头浅滩,宜
避”②。 航道第六段中说,“自庙岛过掖县小石岛,即入直隶天津海口”③。
南图本明确标绘了之罘岛西北的“礁”与“小石岛”,而奏疏本中均没有体

现,亦表明南图本更接近陶澍呈送的原本。
至此知,南图本中的海图较之奏疏本更接近陶澍海运图原本当属无

疑,随之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署名均为陶澍,二者为何会有不同面

貌? 这需要进一步分析陶澍海运图的绘图经过方能明了。

二、“成于众手”的陶澍海运图

陶澍在道光六年的奏折中简要记叙了绘图经过:
每遇熟习海洋之人,详加询问,证以纪载,得其径道。 至于大洋

浩瀚,本无畔岸,虽舟人定之以更香,验之以水色,格之以针盘,究难

确指其道里数目。 惟有就西岸对出之州县汛地,比照核计,不相径

庭。 其小岛微 ,亦难尽载。 谨摘叙大凡,略分段落,并绘图贴说,恭
呈御览。④

后来在陶澍编辑的《海运诗编》中,众多幕友都对陶澍进呈海运图说有所

称赞:
公博核群书,周访海路曲折,绘图入奏。 自《禹贡》碣石始运迄

今,于元明未有如是之详备。⑤

公博综群书,兼采众议,绘进海程简明图说。⑥

君别绘图一幅,属吏参戎,左右胪侍。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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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1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2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2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0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44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49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74 页。



结合上述史料可知,陶澍绘制海运图时不仅参考了各类古籍,也征询了众

人意见,吸取当时实际的海道知识,图说的完成是他和幕僚通力合作的集

体成果。 但陶澍本人出身湖南内陆,且道光五年刚刚由安徽巡抚调任江

苏巡抚,事务繁忙,海道知识必然经由江苏地方官吏访求,《〔民国〕上海

县续志》中便记载了两则与道光六年海图绘制有关的信息:
杨国芳,字谷芳,号畹兰,引翔港人,家世航海,往来南北。 道光

六年,南粮创办海运,国芳首先应命,众商从之。 郡守李景峄询以海

道情形,国芳指陈泥沙、岛屿,历历如绘,并荐同里诸生王森兰绘沿海

抵津运道,及各省商船式以进。①

王森兰,字国香,号少维,引翔港人……道光六年南漕海运,森兰

绘海道、运船图,由大吏进呈御览。②

方志中提到,道光六年川沙厅同知李景峄询问海道,航海世家出身的引翔

港人杨国芳荐举了善于绘画的庠生王森兰绘制海道图。 杨国芳两次领运

漕粮,事后陶澍在《海运案内急公商埠,请加奖励折子》中也肯定了他的

功劳,因此获赏六品职衔③;可惜王森兰绘制的海道图下落不明。
查询史料进一步发现,崇明举人施彦士与其侄施作舟亲自参与了当年

的漕粮押运④,还著有《海运刍言》⑤。 施彦士,字楚珍,号朴斋。 《〔民国〕
崇明县志》云:“太仓知州张作楠荐彦士于澍,因上《海运刍言》,澍用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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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国〕 上海县续志》 卷十九《人物补遗》,《中国方志丛

书·华中地方》第 14 号第 3 册,成文出版社,1970 年,第 1054 页。
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二十《艺术》,《中国方志丛书·华

中地方》第 14 号第 3 册,第 1106—1107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89 页。
施彦士《海运纪行诗》中有“初放洋,与侄同舟”(施彦士:《海运刍言》,《历代海运文

献汇刊》第 3 册,第 575 页)。
施彦士:《海运刍言》,《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21—583 页。 《历代海运文献

汇刊》中影印的《海运刍言》选自国家图书馆藏本,未见题款。 南京图书馆所藏施彦

士著《海运刍言》(索书号:GJ / 38213)有“英树琴、穆鹤舫两先生鉴定,求己堂藏板”牌
记,此处提及的两先生即道光朝名臣英和与穆彰阿。 道光五年,林则徐也曾参与海

运筹办事宜,在《林少穆先生云左山房书目》中亦见“施朴翁《海运刍言》,一部一本”
(福建省图书馆编:《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2016 年,第 137 页),表明施彦士所著《海运刍言》的确广为当时的大府官员所知。
王清穆修,曹炳麟纂:《〔民国〕崇明县志》卷十一《人物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

方》第 168 号第 2 册,成文出版社,1975 年,第 843 页。



可知陶澍可能看过《海运刍言》稿本,在该书中不仅收录有施彦士绘制的

《海运全图》①,还包括《天津运河分图》《天津海口分图》《朝鲜西南洋群山

岛图》,最关键的是还包括一篇《海道图记》,图记中叙述了绘制海图的

始末:
彦士廿世居崇,四面环海,耳濡目染,无非海道情形,浪舶风帆,

尽是海疆乐利。 恭逢朝廷议行海运,招募沙船,彦士戴切尊亲,会集

船户,率先领运,躬涉重洋。 自江苏及直隶沿海形势,向曾耳熟者,今
更得诸目击。 窃不自揆,考古证今,绘图贴说,阙者补之,误者订之,
其守风寄碇及危险宜避处,一一书朱字著明之。②

依据《海道图记》所述,施彦士世居崇明,更亲历海运全程,其绘制的海图

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航海实践。 陶澍后来将“海运案内急公倡募各绅商及

领运出力之船埠人等”开单呈览,崇明县辛巳科举人施彦士位居第一③。
此外,《海运刍言》中还记载了两则有关海图绘制的线索:

当事纷索海道图,既多出其(引者按,指施作舟)手。④

前呈当事诸公海道图,半出侄手。⑤

可见施作舟当年为海运官员绘制了不少海图。 道光二十八年,施作舟还

协助水师巡哨⑥。 《〔民国〕崇明县志》记载施作舟还撰有《海运道针谱要

略》⑦,然未见该书。
可以推知,施彦士绘制的海运图切实反映了当时的海道路程。 当年

海运“二月初旬开洋,四月初旬即有自津回船受次兑米”⑧。 从施彦士

《海道图记》文字部分的说明看,海图应绘于“道光六年四月望前一日”前

后⑨,因此亦属同期文本,可与陶澍海运图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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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22—526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50—551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86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55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77 页。
李星沅:《狼山镇标游击展限引见折子》,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二十四日,李星

沅撰,王继平校点:《李星沅集》,岳麓书社,2013 年,第 458 页。
王清穆修,曹炳麟纂:《〔民国〕崇明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

地方》第 168 号第 4 册,第 1363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26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51 页。



陶澍海图与施彦士海图,虽大体形似,但在细节上仍有诸多不同,以
注记文字为例,详见表 2:

表 2　 陶澍海图与施彦士海图注记文字对比

奏疏本海图 施彦士海图 南图本《海运全图》

大沙,古云万里长沙,自

西至东横亘,甚长,南北

约宽五十里,水深九丈。

行至沙南,针用偏东。 过

此五十里至沙北,水深二

十丈,针用正北。 又行二

百里,水深二十余丈,系

黑水洋面,宜南三面风。

　

大沙,自西至东横亘, 甚

长,南北约宽五十里, 水

深十七八托。 行至沙南,

针宜略向东。 过此沙向

北,水深四十托上下, 针

用正北略偏西。 行五百

余里系 清水洋, 宜南三

面风。

　

大尖沙,古云万里长沙,

自西至东横亘,甚长,南

北约宽五十里, 水深九

丈。 行至沙南,针宜略向

东。 过此五十里至沙北,

水深至二十丈, 针用正

北。 又行二百里,水深二

十余丈,系清水洋面,宜

南二面风。

自庙岛西北,水深十四五

丈,渐至七八丈,绿水转

黄即望见天津直沽口。

自庙岛西行稍北一字,水

深十二三托,渐至七八托

即可觅天津口。 若太北,

水深十七八托,须防斗搁

曹妃淀硬沙。

自庙岛西北一路,水深十

四五丈,渐至七八丈,绿

水转 黄 即 望 见 天 津 直

沽口。

显著的差异便是水深单位的不同,陶澍海图采用“丈”为单位,而施彦士

海图中采用“托”为单位。 对于海中的水深计量单位,陶澍在奏折中其实

已经提及“大洋中,虽舵工以针盘定方向,犹须常用水托。 水托者,以铅

为坠,用绳系之,探水取则也。 每五尺为一托”①。 但是在海运图中仍然

将水深单位换算成“丈”,可能是为了便于皇帝阅览。
仍以三幅图对黄河口外“五条沙” 与“大沙” 的表现方式为例(见

图 1),在施彦士海图中,“大沙”被标绘在“五条沙”之南,而“五条沙”之

北则绘制了一条相对较短的“尖沙”,这与南图本、奏疏本均不相同。
此外,在咸丰朝《浙江海运全案》卷十《海运图》中更正了一处岛名:

“络华山②,江苏海图(按:即奏疏本图)误刻‘花络山’,考《〔开庆〕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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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2 页。
《江海全图》与胡振馨《道光六年海运全图》中均未标注该地名。



　 　 南图本《海运全图》　 　 　 《陶云汀先生奏疏·海运图》　 《海运刍言·海运全图》

图 1　 施彦士海图与陶澍海图对比(局部)

志》云:络华山东北取壁下山,今据更正络华山。”①此岛名在施彦士《海

运刍言》之《海运总图》中为“络花”②,今名为绿华岛。 可见陶澍海运图

在成图时并不是完全照绘自施彦士海图,因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陶澍

海运图是在综合了众多其他版本海图与海道知识的基础上绘制而成,且
陶澍在最终上呈道光皇帝前绘制了不止一个版本的海运图。

三、陶澍海运图的其他图源

根据周运中、王耀的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海全图》描绘的图

面内容与道光六年的漕粮海运密切相关。 首先是图上行政建置所表现

的年代,图上川沙厅已设,而定海厅未设,因此可判定表现年代约在嘉

庆十五年(1810)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间③。 其二是图幅覆盖的空

间范围,南至浙江舟山一带海域,北至渤海湾及辽东半岛,并涉及朝鲜

半岛。 其三是除沿海外,在海域部分标绘了大量的沙线、水深。 此外,
王耀认为图上标绘的多处帆船位置代表了航行路线。 但图上的许多地

名仍有讹误(周运中、王耀二人已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需要补充说

明的是图上明确标出“南京”而非“江宁” ,此标法在清代的商编路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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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9 册,第 230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26 页。
川沙厅设于嘉庆十五年(陈方瀛修,俞樾纂:《川沙厅志》 卷一《疆域》,清光绪五

年〔1879〕刻本,叶四)。 定海厅设于道光二十一年(史致驯修,陈重威等纂:《定海

厅志》卷五《建置表》,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叶六)。



记中广泛存在①,表明该图更多地出自商帮或者舵工之手,而非出自

官方。
《江海全图》与陶澍海运图的一处显著差异是绘有一部分内陆地区,

主要是显示大运河及其沿线地物(包括御黄坝)。 王耀认为道光六年行

海运正是由于黄河倒灌、运道梗阻,因此图上才会将黄河下游与运河一线

绘制出来,此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若是该图纯由海上商帮或舵师使用,似
乎并无绘制运河的必要,仅须着重绘制沿海一带即可。 笔者以为《江海

全图》应当是陶澍及其幕府在征集漕运水程图时产生的“命题作文”。 因

为实际的海运虽然在道光六年进行,但朝廷内外围绕漕运的商讨在道光

五年陶澍刚刚调任江苏巡抚时就已展开,道光五年六月十五日,陶澍在奏

折中称:
窃思来岁当以海、河并运为宜……大抵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之不

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之难恃。 惟有两者相辅而行,可期无误……
再,海运系暂时试行。 将来河道全通,自应仍由河运。 万一浅阻,亦
事所时有。 应请仿照唐代转运之法,于沿淮、沿河一带建置仓廒,遇
有阻滞,暂为存贮。②

可知此时陶澍倡导的是海、河并运,同时他还建议沿淮、沿河一带设置仓

廒。 因此,《江海全图》上同时绘制的大运河与沿海航道是可以与陶澍道

光五年六月时的想法呼应的。
除《江海全图》外,英国海道测量局档案馆藏的一幅匿名彩绘本海运

图也可作为例证(以下将该图简称为“UKHO 藏海运图”)。 该图上川沙

厅已有,定海县尚未改为定海厅,可知描绘的仍是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

一年间的海疆状况。 图上同样绘制了多处沙船,并绘制了大运河。 尤为

特殊的是图上浒墅关、平饷关、镇海、利津四处标绘了非常形象的屋舍,造
型突出(见图 2),极有可能代表的就是仓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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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标绘有“南京”的路程图多为抄本,例如清道光休宁渠口商用《长江路程图》 中的

《长江总图》《长江大观图》(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 1 册,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77、316 页)。 国家图书馆藏清末《长江大观全图》 (饶权、李
孝聪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第 1 卷《川图·长江》,上海书

画出版社,2021 年,第 265 页)亦属同类作品。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251—252 页。



图 2　 UKHO 藏海运图上的船只与屋舍

　 　 UKHO 藏海运图在图面覆盖范围、图面内容以及整体构图形态上与

《江海全图》颇为相似,且无方位标注,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 仍以“五条

沙”与“大沙”的位置关系(见图 3)为例,《江海全图》与 UKHO 藏海运图

的差异极大,可见二者间并无承袭关系。 此外,后者图面上大量的地名注

记都极为潦草、简陋,甚至错误。 例如“济南”错标为“齐南”,“北通州”
错标在“京都”的北面等。 此外,天津海口处有一处硬沙,以往海图都注

为“曹妃淀”,但在 UKHO 藏海运图上则标为“曹老婆”,显系俚俗之语。
结合上述可推知,UKHO 藏海运图亦由民间舵师之类摹绘而成。

《江海全图》(局部) UKHO 藏海运图(局部)

图 3　 《江海全图》与 UKHO 藏海运图上的“五条沙”与“大沙”

　 　 无独有偶,UKHO 藏海运图上对北京的标注也是“京都”。 王耀在分

析《江海全图》图面内容时指出,图上在今北京位置标注的“京都”是对

“京师”的错写,然检索清代官方文献发现,“京都”一词时有出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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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奏定,京都为天下人民会聚之所,其间奸良不一,
稽察宜周,是以于大、宛两县之外,特设五城司坊各官分管其地。①

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天津密迩京都。②

除文本外,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年间彩绘本《直隶通省全图》 《直隶河道

图》中③,亦标有“京都”,可知“京都”之名并无不妥。 因此,《江海全图》
与 UKHO 藏海运图上的“京都”正好呼应了南图本《海运全图》上标注的

“京都”。 二图均出自民间舟师、船商之手,都绘制了大运河沿线以及自

长江口至渤海的海上运道,呼应了道光五年陶澍倡导的海、河并运,二者

极有可能是陶澍在道光六年绘制海运图时重要的参考图本。

四、胡振馨《道光六年海运全图》再探

上节对陶澍海运图的早期图源稍作探讨,本节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对国家图书馆藏彩绘本《道光六年海运全图》作进一步探源,该图由胡振

馨于同治年间摹绘而成,图题即显示了这种继承性。 由于以往所见的陶

澍海运图多依据《江苏海运全案》《陶文毅公全集》等书,所以在将胡振馨

摹绘本与陶澍海运图对比时,虽然可见相似性,但在细节上仍有诸多不

符;将本文第一节中讨论的南图本与之对比,则可明确南图本更接近胡振

馨摹绘本的母本。 如胡振馨摹绘本中绘制的三处“此商船赴关东水道”、
“五条沙”与“大沙”位置、黑水洋、清水洋等,均为奏疏刻本所无,而在南

图本中有体现。 但较之南图本,胡振馨摹绘本的特殊之处在于使用了

“计里画方”(该图右上角注明每方二百里)。
笔者以为胡振馨摹绘本中计里画方的使用与陶澍海运图中的水程

单位由“托”折算为“丈”的原因相同。 陶澍在海运图说奏折中称,“大

洋浩瀚,本无畔岸……究难确指其道里数目。 惟有就西岸对出之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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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三三《都察院》,《清会典事例》第 11 册,中华书

局,1991 年,第 370 页。 基于本段引文,京都在地理范围上似乎可以涵盖京城以及

大兴、宛平两京县。 故在地理范围层面上,京都是否为京师的同义词,有待进一步

考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15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66 页。
唐晓峰主编:《京津冀古地图集·国图卷》,文津出版社,2022 年,第 596—603、
778—787 页。



汛地,比照核计,不相径庭” ①。 《海运诗编》 中进一步提到“其法尤为

前人所未有”②。 陶澍等人为什么一定要确定海洋中的水程道里呢?
厘清这一点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胡振馨摹绘本中应用了计里

画方。 　
首先,古人很清楚海上计程通常并不如陆地江河,可以道里计③。 古

代中国人度量海上距离的单位通常是“潮”④或者“更”,例如《〔乾隆〕福

建通志·福建海岛图》中标注的“一潮水八十里” “一潮水六十里”⑤。 清

代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说:“海中船行里数,皆以更计。 或云百里为

一更,或云六十里为一更,或云分昼夜为十更。 今问海舶伙长,皆云六十

里之说为近。”⑥《〔雍正〕敕修浙江通志》中引《观海指掌图》云:“海中道

里以更计,一更九十里。”⑦可见即便是“更”也难以保持一致,这也导致

无法与陆地行程进行统一,因而在海图中应用画方并无实效。 相应地,近
代以前中国传统海图中的计里画方也大多体现在陆地部分,例如《郑开

阳杂著·海防一览图》图首注明“原图每方百里”⑧,可知原图带有计里

画方。 现藏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多被认为是

摹绘自《海防一览图》,该图在陆地部分的确绘有“画方”⑨。 元明两朝海

9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0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60 页。
题为“泽园陈良弼识”的《水师辑要》中有一篇《洋船更数说》,文中称

 

“大凡陆地往

来,有里数,有程站,可以按程计日,分毫不谬。 惟洋船则不然” (《续修四库全书》
第 86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72 页)。
对于“潮”的分析参见何沛东:《试析中国古代的航海计程单位“潮”》,《自然科学史

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438—447 页;刘义杰:《“潮程”试析》,《国家航海》第二十

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第 118—132 页。
郝玉麟等纂修:《〔乾隆〕福建通志》卷首《绘图·海岛》,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叶
十一。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一,清康熙六十年(1721)刊本,叶十。
嵇曾筠等纂修:《〔雍正〕敕修浙江通志》卷九五《海防一》,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
叶三。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一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4 册,台湾商

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21 页。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年,图版第 39—44。



运大多“沿山捉屿”、“沿 求道”①,即沿海岸航行,故而水程计算以陆地

为基准,其法相对可行;但清代海运航道又有不同。
嘉庆十五年,清廷曾短暂议行海运,在这一背景下,青浦贡生高培源

搜罗古籍,并询问商舶沿途所经,撰成《海运备采》一书,并于次年敬呈御

览②。 该书凡例中说:
故兹编考定水程远近,专取近日舟师所记以为准程。
至海道诸图,标明针路而复详释道里者,欲分别元明运道,俾人

知所适从,故图中互见,不以词费为嫌。③

高培源在海上行程方面专取近日舟师所记为准程,同时在海道图中既标

针路也注道里,其目的在于显示当下海运路程和元明运道的区别。 图说

部分进一步提及“海道既标针路,元明亦各识其径途”④。 查其绘制的海

道图名为《江南至天津海道图》,为高培源考证的清代北洋海道,图中自

吴淞口至天津的针路及道里注记依次为:
自此转□艮针东北;自此转子午针,行八百里至大沙;自此仍用

子午针,正北行一千余里望见石岛;自此用□艮针,百七十里望见成

山;自此转子午针,正北行六十里;自此转卯酉针,七十里至鸡鸣屿;
又正西行七十里至刘公岛。⑤

与此同时,他还在《海运备采》中绘制了《元运道图》和《明运道图》,并各

附图说。
而陶澍海运图虽然为清代漕粮海运而作,但在其绘制的海图中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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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赵世延等纂修,胡敬辑:《大元海运记》卷下《漕运水程》,《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1
册,第 89 页。 王宗沐:《海运志》上卷《海运里程》,《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1 册,第
301—316 页,“沿 求道”一词为陶澍在海运图说折中对明代海运路线的概括。

 

上海图书馆所藏“嘉庆庚午年镌”《海运备采》 (索书号:419306-07),名为十四卷,
实则只有卷六至卷九,卷首眉批注明:“全书已恭呈御览,前后各卷尚俟续刻。”而藏

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嘉庆十五年写本(索书号:255696- 700) 则相对比较完整

(故下文涉及舆图部分据此本引用),共收录卷一至卷十,卷一即是舆图部分,其中

还包括了元明两代的海运图说。 该书在嘉庆十六年曾由江浙督抚(章煦、勒保)呈

送清廷(石韫玉:《代江浙督抚议覆海运札子》,石韫玉撰,董粉和点校:《独学庐文

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457 页)。
高培源:《海运备采》凡例,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叶五。
高培源:《海运备采》卷一“图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写本,。
高培源:《海运备采》卷一《江南至天津海道图》,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写本。



标绘了元明海运故道,实际合元明清三代海运路线于一图。 以南图本为

例,图上标注了多处元明海运信息:
明代议开胶莱运河,因山脉阻碍,挑浚不通,工未成。 明代王宗

沐、梁梦龙诸人运漕,由淮河口北转鹰游门,从胶莱搬陆至登州达天

津。 元千户殷明略开新道,从刘河至崇明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

洋北上。 元初海运从刘河至海门,转廖角沙北行。 刘河即娄江,元代

由此出运,今已淤塞。①

而施彦士海图中仅在鹰游山下方注“明王宗沐失风于此”以及“此系元殷

明略所开新道,从崇明沙放洋,出佘山,东北入黑水大洋,趋成山,转西北

放登莱大洋,抵天津,计程五千余里,春夏东南风利,旬日可到,今沙船率

由此”②。 此处注记与陶澍海运图有异。 需要明确的是,殷明略所开新道

是从刘河至崇明,再东入黑水大洋。 而清代道光六年的海运航道是从吴

淞口至崇明,再东入黑水大洋,二者的区别在于是从吴淞口始发还是从刘

河口始发。
崇明为内外洋分界,施彦士所述航道并不包括内洋航道,因此他认为

道光六年航道与殷明略相同,但这与陶澍在奏折中强调的“查元明入海

之道,或由刘河转廖角沙,或由灌河口至鹰游门。 今俱壅塞。 惟吴淞口至

十滧一路为宜,而由此运米入海,实创自今年”③发生了牴牾。 陶澍海图

中的一处注记说“本年海运由吴淞口至崇明十滧放洋,东向佘山转北入

黑水大洋”④,所强调的便是吴淞口至崇明这一段的内洋航道,在《海运诗

编》中亦多次出现“海船出吴淞口从十滧放洋,为元明海运未经之道”⑤,
“海运入海之道今俱壅塞,由吴淞口入海,实创自今年”⑥。 至此陶澍为何

要在海运图中标绘针路与道里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元明海

运书籍中均记载了海程道里,而为了区分本朝海运与元明故道,并且体现

本朝海运航程的优越性,故而标绘道里。 同时针路又是外洋航行所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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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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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陶澍:《海运全图》,清道光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索书号:GJ / 59099),图二至图三。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24—525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0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44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28、45、100 页。 按,后两处的文字表述与本段正文

中的引文稍有出入,但含义相同,均表达道光六年海运航道为首创。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69 页。



所以也一并标注。 海运图中细节不明之处,又在“图说”中予以补充说明

(共计六段航程),可以说,陶澍海运图说折中“图” 与“说” 是高度统一

的,后来胡振馨《道光六年海运全图》就将文本部分一并注记在图上。

五、余论:道光朝海运图成图背景分析

明确了道光朝海运图的版本源流,最后对道光朝海运图的成图背景

稍作分析。 与现存元明两代的海运图相比,道光朝海运图图面包含的信

息尤为丰富,这一点非常直观。 具体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沿岸地名

注记较多,其二是海域中的沙浅、针路、水深、道里。 《海运诗编》中戴聪、
宋潢分别称赞陶澍的海运图说:“其书于海道最详,一沟一港,靡不具载,
实用古图经例,且昉史家《河渠书》《沟洫志》意也。”

 

“自《禹贡》碣石始运

迄今,于元明未有如是之详备。”①足见陶澍海图与元明海运相比极为详备。
为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又包括外部条件和绘图者自身条件两

个方面。 首先在外部条件方面,道光六年航行所经的北洋海运道是一条

高度成熟的航道,陶澍奏折中称:
伏查我朝自康熙年间开海禁以来,商舶往还关东、天津等处,习

以为常。 凡驾驶之技,趋向之方,靡不渐推渐准,愈久愈精。 是海运

虽属试行,海船实所习惯。②

曾亲自护送漕粮赴津的鄞县捐职布政司理问谢占壬在《海运提要序》中

称:“某海角末商,罔知国政,惟自幼航海经营,亲历有年,从闽省以至奉

天,常年往返……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

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③可见康熙开海禁后北洋航线之

繁荣。 陶澍在奏折中称谢占壬“熟悉海洋沙线,指陈险易,招募商船,亲
自护送赴津,照料始终出力”④。 表明谢占壬与前述杨国芳、施彦士等人

情况类似,亲历海疆,对北洋海运航道极为熟悉。 曾任金匮县知县的齐彦

槐后来在《梅麓诗钞》中对北洋商贸的描绘则更加细致:
本朝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上海商人往关东贩豆,岁或数次。

四、五月间,南风大顺,七日遂抵天津,海运之便,未有便于此时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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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4 册,第 37、44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03 页。
谢占壬:《海运提要序》,魏源:《魏源全集》第 15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593—594 页。
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387 页。



南洋岛多,盗贼有所依据,北洋无岛,故无盗。 计沙船大小不下二千

余只,每岁运豆数百万石,从未闻有失事者。①

自康熙开海禁以来,数千艘沙船每年往返北洋一带,可见海上航程对于当

时的沙船主来说已是非常熟悉,此外齐彦槐还提到“京师所有南中花果

皆由沙船载往”②,也反映了北洋航线上商民之活跃。 因此,道光朝海运

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这也是与元明海运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沿海自康熙开海禁以来的民间

航运如此繁荣,为何未见有诸多航海图留存? 舟子各洋皆有秘本是一个

原因,舟师舵工无意也无力著述也是一个原因。 谢占壬曾引苏东坡《石

钟山记》中:“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
虽知而不能言。”③施彦士亦称以往的海运图志“既多阙略且舛误,而篙工

楫师又或亲历焉而不能名”④。 二者所讨论的正是同一类情况。
现今留存的几幅民间抄本航海图主要是山形水势图,包括章巽发现

的旧抄本海图和耶鲁藏《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⑤,这两套图中也描绘了

北洋地区的岛屿,但主要以平视角度描绘沿途所经的岛屿形态,以及注记

一部分水深、针路,并没有完整的航线。 民国时期沈能毅撰写《中国帆船

法式》,书中叙述他所了解的沙船航海图:
至今南北洋沙船蛋船等所用之针盘,以及海道地图,均为百年前

旧物。
在昔我国所用航海地图,既不以经纬度数为准绳,亦不以针盘方

向为定位,一切俱以意会出之,甚可憾也……总之沙船与蛋船所沿用

之地图,非舵师熟习路线者,依然不知其所指。 至其所纪道里,皆系

以华里计算,什九出于舟人之估计。 若与实测者一一相较,则毫厘千

里之谬,所在皆是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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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齐彦槐:《梅麓诗钞·谈海集》,清光绪二年(1876)重刻本,叶二。
齐彦槐:《梅麓诗钞·谈海集》,叶六。
魏源:《魏源全集》第 15 册,第 593 页。
《历代海运文献汇刊》第 3 册,第 550 页。
章巽:《古航海图考释》,《章巽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527—1682 页。
钱江、陈佳荣:《牛津藏〈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姐妹作———耶鲁藏〈清代东南洋航海

图〉推介》,《海交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40—101 页。
沈能毅:《中国帆船法式》,民国三十二年(1943)上海景行斋丛刊本,叶二十一至二

十三。



沈能毅谓描绘沙船航海地图出自意会,“非舵师熟习路线者,依然不知其

所指”,这与今日所见山行水势图说的特征高度相符,可见直到民国时期

舵师使用的仍是山行水势图,并可进一步推知道光朝舵师也是如此。 将

今论古,今天人们大多只会在陌生的地方才使用地图,对于熟悉的环境,
并不需要地图。 对常年在北洋海域往返的沙船主而言,海图上描绘的

地物地貌已然熟记于心;但对于当时的陶澍等人,首倡海运,压力不可

谓不大,因此恭呈道光皇帝御览,仍有必要绘制一幅相对详备清晰的海

运图。
道光朝海运图得以绘制的另一重要背景就是陶澍等人倡导经世致

用,讲究实学。 海运是漕政的一种,海运航道却涉及舆地知识,清末《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了胡凤丹校刻的《航海图说》,该书内容即抄录自

陶澍海运图说。 前文提及,陈波、刘迎胜曾系统梳理过元明海运图,以
《读史方舆纪要》和《阅史津逮》书中的海运图为例,认为描绘明代海运的

地图在明末清初多次刻印,寄托了当时学者经邦济世的想法。 但这类海

图多是对旧时路线的复刻,源自故纸堆,并无新见。 直到嘉道时期,才有

结合航海实践的新式海运图出现。 嘉庆年间高培源所著《海运备采》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培源自言其上征史志,旁考群言,并称:
昔顾祖禹撰《方舆纪要》,不出户庭,惟取列史互证。 同县周洽

著《看河纪程》,则身经万里,目击其形势。 今海中沙岛,培源仅历江

南之境,其余皆得诸商舶舵师,据所见闻,资为考证。①

高培源自身亲历江南沿海,其余各地则考自商舶舵师,同时从书中考证元

明海运旧事,以备采择,具有高度实用性。 虽然嘉庆朝议行海运最终未能

实施,但该书却为道光朝海运提供了重要参考,后来贺长龄、魏源编纂

《皇朝经世文编》即收录了高培源的《海运论》②。
嘉道时期的经世学派留心时务,注重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道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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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源:《海运备采》凡例,叶四。
《皇朝经世文编》海运部分包括阮元《海运考跋》《海运考》,高培源《海运论》,蓝鼎

元《漕粮兼资海运疏》,谢占壬《海运提要序》,齐彦槐《海运南漕议》,施彦士《海运

议》,英和《筹漕运变通全局疏》《再筹海运折漕章程疏》《驳议盘运章程疏》,程祖洛

《复奏海运疏》,陶澍《复奏海河并运疏》 《进呈海运图疏》,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

书》《海运全案序》《道光丙戌海运记》 《海运全案跋》,何国宗《勘复胶莱河疏》 (魏

源:《魏源全集》第 15 册,第 573—644 页)。



试行海运,陶澍本人便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

表①。 以陶澍为核心,交往人群包括贺长龄、林则徐、魏源、包世臣、齐彦

槐、施彦士等。 晚清经世舆地之学的基本实践路径是“亲身经历”,梁启

超论述道光中叶以后兴盛的边徼地理著作时称:“盖缘古典中可凭借之

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

也。”②“亲历”构成祁韵士、徐松等人西北史地著述的基础,同样也是道

光朝海运图绘制的知识来源。 道光六年的海运对海疆史地知识的更新,
与前代学者多从古书旧籍中考证海疆舆地不同,也与晚清以后学者从西

人著作中翻译海疆知识迥异,道光朝海运图的绘制虽然也考证史志,但很

大程度上是依赖民间的航海实践。 个中原因与梁启超谈到的边徼地理之

著作颇多相似,即北洋海域沙线变化无常,古籍中记载的知识未能与时俱

进,只有亲历海疆之人,例如高培源、谢占壬、杨国芳、施彦士、施作舟等,
才能较为准确地记录当时的海疆信息,继而逐层传递至陶澍,乃至道光皇

帝手中。 道光朝的海运图展现了当时民间商船掌握的最新航海知识,最
终上呈皇帝,除各类抄本外,还形成各类刻本广为流传,这是道光朝经世

之风的体现。

【作者简介】何国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研究方向:地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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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蒲清:《前言》,陶澍撰,陈蒲清主编:《陶澍全集(修订版)》第 1 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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